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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喻之
*

關於新發現徐光啟行書詩扇
與相傳利瑪竇畫通景屏幅

*陶喻之，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研究館員。

徐光啟（1562-1633）的傳世書法作品，較為系統地編輯出版，見諸1962年11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

員會編、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的《徐光啟手跡》， 1983年 10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主編、上海

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徐光啟著譯集》。其中存世墨蹟有今廣東省博物館藏徐光啟為君佩詞兄楷書唐孟浩

然詩歌扇面（1）；上海博物館藏徐光啟行書唐詩人李頎〈寄韓鵬〉詩軸（2），崇禎四年（1631）春夏和次

年（1632）十一月初八日致周明嶼（3）尺牘兩通，年月不詳致某翁臺函一通，以及 1983年已見收入《徐

光啟著譯集》，原為上海書畫收藏家錢鏡塘（1908-1983）先生藏品， 2002年經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

公司拍賣入藏上海博物館，並見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錢鏡塘藏明代名人尺牘》的徐光啟

天啟元年（1621）三月廿二日在天津致某同年手劄一通（4）〔圖一〕；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萬曆卅五年（1607）

正月徐光啟致親友和天啟元年四月初一日致某同年信劄各一通，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原跡，浙江上虞博

物館藏清王望霖（1774-1836）刊刻《天香樓藏帖》原石卷五的徐光啟萬曆四十年（1612）十月十

四日致顧老親家書簡一通（5）；其餘的徐光啟書法墨蹟大多為早年見諸石印出版而今流失海外不明

其所在者（6）。

近廿多年來，隨着中國博物館事業的發展和藏品索引以及資料庫建設的日臻完善，又有一件徐光

啟自作詩歌扇面行書作品（湖北省博物館藏）被發掘披露。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遼寧省博物館於1982

年還入藏過一幅相傳為利瑪竇（1552-1610）在華所作描繪北京郊野風光的絹本設色通景畫屏幅。這兩

件徐光啟和利瑪竇的書畫作品，分別屬於他們各自自主創作的詩歌書法和寫景繪畫，從中可以看出他

們在相關藝術領域的不凡成就，自然頗為值得介紹與深入研究；尤其是相傳利瑪竇創作的絹本設色繪畫

通景屏幅，以前雖然文物博物館學界曾有小範圍探討，但並未展開具體深入的剖析。筆者有鑒於此，提

交此文。拋磚之旨，在於引玉，但願拙稿能引起人們對徐、利兩先賢藝術成就的關注與深入研究。

著　錄

一、湖北省博物館藏徐光啟行書七律金箋扇

頁。

湖北省博物館藏徐光啟行書七律金箋扇頁，縱

17 cm、橫 53.5 cm，釋文：江鄉□臥少微星，字食

神僊杖履輕。一片白雲堅野性，半亭翠雨足山情。

話中知己黃鸝語，花底間緣玄 迎。酒泛碧筒香滿

處，卻看太乙暎長生。詩壽□樓丈　徐光啟。鈐朱

文方印：徐光啟印。（7）〔圖二〕

二、遼寧省博物館藏利瑪竇絹本設色〈野墅平

林圖〉通景屏幅。



128

畫

論

關
於
新
發
現
徐
光
啟
行
書
詩
扇
與
相
傳
利
瑪
竇
畫
通
景
屏
幅

文 化 雜 誌 2009

〔圖一〕上海博物館藏徐光啟天啟元年（1621）三月廿二日在天津致某同年行書手劄。

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 9月版《錢鏡塘藏明代名人尺牘》第五冊，頁 18-21。



129 文 化 雜 誌 2009

關
於
新
發
現
徐
光
啟
行
書
詩
扇
與
相
傳
利
瑪
竇
畫
通
景
屏
幅

畫

論

精西畫，持以請鑒。拉君一見，遽自謂傾家不足購

此奇寶，因語予曰：‘此歐洲第一畫家荷蘭格羅特

之筆意也。其人在千六百八十年前，為山水一派開

山之祖。當時重其跡，以金錢舖滿畫幅為價，如此

巨幅，舖金錢當以十萬計，則銀幣百萬矣，故自謂

傾家難致也。近今各國競尚美術，雖現存之小名家

一小幀，費過千元。此三百餘年畫祖之跡，若數萬

金可致，吾歐洲人必爭置之也。’續晤日本鑒家早

崎梗吉，亦然其言，謂郎世甯萬不能到，絹質也確

是明末清初物。余聞兩君言，乃自幸疑非世甯，殊

為有見。因題鑒已裝軸端，不復掣去，特舉東西洋

鑒家之言之於此。三天子都□逸民識於北京之嗇

盦。”下鈐白文方印：臣蔡金台。

第一幅左邊跋曰：

西人論畫於陰陽向背、深淺遠近俱有法度，

不能舛錯毫釐。亦分工筆、寫意兩派。然以吾所

見諸最著名跡，如比都博物館耶穌行道大幅，懸

價至百餘萬元，考其時亦祇在十八世之間。求其

如此之兼工帶寫，遠觀近即皆各得其妙者蓋鮮。

遼寧省博物館藏利瑪竇絹本設色〈野墅平林圖〉

為四幅拼接通景畫屏，畫心縱 2 1 8 . 2  c m 、通橫

273.2 cm。此幅在明清之際絲絹上使用中國傳統繪

畫工具 　   毛筆及國產的石青、石綠和赭石等顏

料，描繪“一泓碧水如鏡，倒映着蘆花水草。湖畔

層林疊出，鬱鬱蔥蔥。一株楓樹，勝似朝霞，如點

點星火在林海中熠熠生輝。遠處隱約可見山雲相

接，紅葉綠樹掩映之中，座座朱簷別墅若隱若現，

如仙山樓閣。湖上，小橋蜷臥，水邊蘆花似雪，此

處所繪為北京郊外秋天的景象。本幅採用西洋‘兼

陰與陽’寫之，正明側暗，凸凹有度，立體感極

強，觀者有如身臨其境。”（8）〔圖三〕上海博物館古

書畫鑒定家、著名畫家謝稚柳先生（1910-1996）曾

於第三、四幅分別題簽：“利瑪竇畫野墅平林圖通

景其三”和“利瑪竇畫野墅平林圖通景其四”，下鈐

白文方印：謝稚柳，朱文方印：稚柳。據此表明他

是認可此畫出自利瑪竇手筆的。

清人蔡鮮民（9）跋文見於第一幅和第四幅。第一

幅右邊跋曰：“此屏乃宮禁所藏，余初題為郎世寧

筆；而歷考郎跡，俱無此精妙。聞奧館參贊拉君熟

〔圖二〕湖北省博物館藏徐光啟行書七律金箋詩扇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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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遼寧省博物館藏相傳利瑪竇作絹本設色〈野墅平林圖〉通景屏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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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治色極難，寫意者粗筆祇利遠觀，工細者賦

色又多板滯。獨此屏去此兩弊，令觀者如臨真

境，情為之移。故拉君推其價連城也然。即在吾

國，蓋亦二千餘年未有之奇觀，遍亞洲無第二幅

也。嗇 清錄。

第四幅右邊跋曰：

中國遇舊油畫輒命曰郎世甯，故予初得此

幅，簽亦沿之。而奧參贊拉君斷以為乃荷蘭格

氏筆。余雖記於幅首而疑其無據。然多見郎畫

者，此皆謂此非郎所能。且絹素亦確非本朝

物，蓄疑久之。頃忽被張君之友於潢裱時揭得

背簽，現有“利瑪”二字，然則實為明時西洋利

瑪竇筆矣。案：《石渠寶笈》載，有利氏〈天主

傳道圖〉巨幅，乃明時經進，此殆其同時並呈

者。利氏乃西學入中之祖，況畫跡致精如此，

真奇寶也，既屬“二友”仍之勿粘，以昭觀者，

復洵其請留記兩行。蓋此幅名晦幾三百年，今

利氏得“二友”始彰，“二友”即附利氏而不朽，

亦利氏之靈所欣許者爾。時癸丑〔1913〕冬十月五

日九江蔡鮮民記。（下鈐白文方印：臣蔡金台）

第四幅左邊跋曰：

“二友”承裝此幅，於此角絹與托紙間發現

原簽揭之，誤成兩片。字最顯者“利瑪恭”三

字，餘不清，因憶治潢二十餘年，見內府裝裱多

有如此者。主人懼傷幅，戒勿復揭。因附記之。

二友山房。

據上著錄可知，本幅相傳利瑪竇〈野墅平林

圖〉屏曾為清末鑒藏家蔡金台收藏，初疑出自善寫

生、尤擅畫馬的意大利天主教耶穌會修士，來華

任清康熙朝宮廷畫師的郎世甯（1688-1766）手筆。

旋經蔡氏遍考郎氏畫跡，又延請東西方鑒賞家共

同鑒證，認為與郎氏畫風不合。蔡氏庋藏期間，

將畫委託北京裝裱作坊“二友山房”重新裝池，畫

幅被裱工認為屬宮廷內府原裱，故推為宮禁藏

物。最為重要和值得提醒的是，裱工在第四幅左

下角絹與托紙間意外發現署有“利瑪恭”字樣原

簽，遂初步考訂作者係明末來華傳教的意大利耶

穌會士利瑪竇。

此畫於20世紀50年代初由畫家周懷民，中國文

字學家、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顧問于省吾教授

（1896-1984）共同從蔡金台後人處購得，因信為利

瑪竇真跡，遂於 1982年捐贈遼寧省博物館（10），現

定為一級文物藏品。

研　究

一、湖北省博物館藏徐光啟行書詩扇鑒定兼談

徐光啟詩歌思想性

徐光啟的書法藝術是與其所處的時代書風相契

合的。

如所周知，徐光啟時代的書畫藝術在江南地區

是以董其昌（1555-1636）為首的松江書畫流派為代

表的。董其昌的書畫風格或者說松江派（或者說華

亭派）的書畫風格，曾經是晚明甚至清初書風的主

流，統領着時代書畫的浪潮。清初學者周亮工

（1612-1672）的《尺牘新鈔》卷之二、《因樹屋書影》

第一卷和章學誠（1738-1801）的《丙辰劄記》，都

曾不約而同地援引過明末清初學者徐世溥的一段

話，即把董其昌的書畫藝術成就與同時代海瑞

（1514-1587）、趙南星（1550-1627）、顧憲成（1550-

1612）的道德氣節，焦竑（1541-1620）的考據學，

李時珍（1518-1593）的藥物學，湯顯祖（1550-1616）

的戲劇學和徐光啟、利瑪竇的天文學等各領風騷的

時代傑出人物成就相提並論等量齊觀，足見董其昌

以其書法和畫學藝術在整個文化史上所取得的地位

和所產生的影響，是客觀存在和早有評定了的。

也正因此， 1992年 4月 17-19日在美國密蘇里州堪

薩斯市納爾遜．艾金斯藝術博物館舉辦的相關書畫

藝術展覽和國際學術研討會，主辦者曾以“董其昌

之世紀”為主題；2005年澳門民政總署澳門藝術博

物館和澳門基金會舉辦的董其昌書畫展暨國際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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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廣東省博物館藏徐光啟楷書唐孟浩然詩（十三首）扇頁

研討會，更以“南宗北斗”為標題，將其定位為南宗

書畫的泰斗。

概而言之，董其昌書法在用筆、結字、章法、

施墨四個方面的實踐，以澹、秀、潤、韻為審美取

向，用筆的內蘊虛靈、結字的欹側反正、章法的疏

空簡遠、施墨的淡潤韻致，構成了他書法風格的特

徵，呈現出自然率真的書卷之氣。（11）誠如明末書法

評論家何三畏（1550-1624）稱贊他的書法：“天真

爛漫，結構森然，往往有書不盡筆，筆不盡意者，

龍蛇雲物，飛動腕指間，此書家最上乘也。”由

此，董其昌書法成為一時文人競相學習傚法的典

範，喜好追隨者代不乏人，此不贅述。

鑒賞徐光啟的傳世書法作品，不難發現他的書

法跟董其昌的文人書風是一脈相襲的。這其實也是

很容易理解的自然之事，因為徐光啟與董其昌不管

是生活的時代還是生活的地域，都堪稱是同時同鄉

弟兄。甚至萬曆十六年（1588）九月，廿七歲的徐光

啟與同屬松江府的同儕友好張鼐（萬曆三十二年進

士）、陳繼儒（1558-1639）（12）等同赴皖南太平府應

鄉試，在同行者行列中，董其昌就是徐光啟結伴負

笈的一位莘莘學長。祇是這年“愁霖匝月”，“自句

容陸行而前，行囊羞澀，躡蹻擔簦，躑躅於潢汙行

潦之中。沿江行百餘里，左蕩右江，羊腸一徑，徑

皆石卵，水流奔汩，咫尺莫辨，一失足必顛仆無生

理”，備嚐艱辛。“爾時遂有澹然功名之志”，祇以“家

貧親老”，聊為“逐隊往從”，榜發“又擯落”。（13）

可見當初徐光啟心境、情緒之壞，這或多或少是影

響他這次科考功敗垂成的一個原因。然而比徐光啟

大七歲的董其昌則躊躇滿志春風得意，於該年一舉

中榜，次年（1589）又成了己丑科二甲第一名進士，

並以文學和書法的出眾，被選為翰林院庶起士，三

館之後授翰林院編修，充皇長子講官。

有董其昌這位榜樣的鄉賢引領在先，徐光啟

在科舉、書法上勤學苦練亦步亦趨自是可想而

知、不言而喻的。因為在科舉取士的封建時代，

學問總是伴隨着書法成為步入仕途的第一塊敲門

磚；特別是書法藝術乃視覺藝術，卷面書法的優

劣往往給人以第一印象，是科舉成功與否的一大

關鍵，就此，除了練就基本功之外，別無終南捷

徑可以選擇。所以，包括與徐光啟志同道合的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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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1559-1627），甚至當朝奸臣溫體仁（1573-

1638）都寫得一手好字，這從《錢鏡塘藏明代名人

尺牘》可見一斑。終於在董其昌中舉後將近十年的

萬曆廿五年（1597），卅六歲的徐光啟赴順天府鄉

試，中式第一名舉人。但次年他回鄉不第，祇得

又返鄉授徒，直到過了六年之後的萬曆卅二年

（1604）四十三歲時進京趕考，才大器晚成，修成

正果，中式第八十八名進士，同年又考選為翰林

院庶起士，可見他的功名征途要比家道優裕飽讀

詩書的董其昌艱難得多。換言之，徐光啟起碼要

比董其昌晚出道十年。而從其今存世的大多數登

臨仕途之後書法作品可略見董其昌書法氣息端

倪，自然就一點也不讓人覺得奇怪了。因為時間

說明了一切，經過約廿年訓練有素，書法自然達

到爐火純青地步，這有其 1603年及其前的已佚《芳

蕤堂書藝》、《書法集》和《草書類》為證。（14）因

此，有專家分析廣東省博物館藏其行書扇面，認

為儘管他的書法傳世極少且不以書名，但從他行

筆的颯然，得晉唐人遺韻的文人書風上考察，他

的書法造詣，在藝術上絕不亞於當時的其他書法

名家。（15）〔圖四〕

交代了徐光啟書法藝術的時代背景，再讓我們

來品鑒湖北省博物館藏徐光啟行書扇面。

湖北省博物館藏的這件徐光啟行書扇面，跟廣

東省博物館藏其楷書扇面和商務印書館 1917年出版

《陶齋珍藏名人書畫扇面集》第四集收錄的徐光啟

〈館試憶江南梅花〉詩二首扇面一樣未署年款。不

過，通過〈館試憶江南梅花〉詩的“江南梅花白於

雪，薊門看雪憶梅花”等句字里行間透露的資訊，

我們依然可以大抵推知此詩和扇面當作於徐光啟萬

曆卅二年北上京門入翰林館學習時期；而且通過鈐

有白文方印“義興鑒賞”圖章，可知此扇曾為明人周

延儒（1593-1644） 藏〔圖五〕。（16）案，周延儒於

萬曆四十一年（1613）會試和殿試皆得第一，而徐光

啟於萬曆卅八年（1610）赴京回任“翰林院檢討”原

職後一直在京，四十一年春會試期間任同考官，擔

任“春秋房”分考事。鑒於周延儒會試、殿試第一的

優良成績，以及徐光啟愛惜人材，這年獨具慧眼，

〔圖五〕徐光啟楷書〈館試憶江南梅花〉詩（二首）扇頁

載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 10版《徐光啟著譯集》



134

畫

論

關
於
新
發
現
徐
光
啟
行
書
詩
扇
與
相
傳
利
瑪
竇
畫
通
景
屏
幅

文 化 雜 誌 2009

舉薦被與他同房閱卷者擯斥埋沒的應考舉人呂維祺

（1587-1641）、張宗衡（?-1642）和鹿善繼（1576-

1636）試卷而使之脫穎而出，俱中式二甲、三甲，

由此事實推測，不排除有徐光啟贈扇名列前茅者周

延儒以示愛才褒獎的可能。要之，則〈館試憶江南梅

花〉詩扇當作於萬曆卅二年，贈於四十一年，因為這

與徐光啟參與“館試”和周延儒中式之時、事俱符。

湖北省博物館藏徐光啟行書詩扇，跟廣東省博

物館藏其楷書詩扇，商務印書館 1917年出版《陶齋

珍藏名人書畫扇面集》第四集收之徐光啟〈館試憶江

南梅花〉詩扇，在署款書法和鈐章格局上均有微妙

的差別。不過，統觀其書法筆性、行氣還是與業已

確認的徐光啟書法真跡相默契的。譬如“半亭翠雨

足山情”的“雨”字，就跟〈館試憶江南梅花〉詩“早

春花事盛吳趨，謂是霏瓊謂美珠”的“霏”字的“雨”

字頭運筆筆順一致。所以，至少我們從這一個字的

細微筆觸甄別，就可以基本把握湖北省博物館藏徐

光啟行書詩扇的真確性。懸想徐光啟雖書法完美，

但畢竟不以書名，即便明清有造假者，料也不會造

他的書法，因為其時他的書名尚無利可圖，他們更

多也許會偽造與徐光啟同時的大書畫家董其昌字畫

而從中漁利。另外，扇面尺幅有限，縱然造假也贏

利微薄，得不償失，斷非造假者願為。因此，種種

跡象表明，新發現湖北省博物館藏徐光啟行書詩扇

當屬確鑿可信的徐光啟真跡，祇是根據有限的詩文

資訊，目前暫時還無法界定此扇的創作時間和對

象，我們期待着今後通過徐光啟交遊線索的梳理來

判斷他替“□樓丈”祝壽的“話中知己”（詩中語），

並進一步明確創作的時地。

詩言志。徐光啟詩歌扇面自然是其思想情感的

流露，因而除了可以分析它的文學藝術性，還不難

從中捕捉他當年創作的精神狀況和內心動態，進而

大致匡定其相對寬泛的寫作時地。

在廣東省博物館藏詩扇上，徐光啟一氣呵成抄

錄了唐孟浩然的十三首詩歌，它們分別是〈臨洞

庭〉、〈與諸子登峴山〉、〈夏日浮舟過滕逸人別

業〉、〈尋太臺山〉、〈武陵泛舟〉、〈尋張五〉、

〈過故人莊〉、〈裴司士見尋〉、〈宴榮山人池亭〉、

〈宿永嘉江寄山陰崔國輔少府〉、〈宿桐廬江寄廣令

舊遊〉、〈同盧明府餞張郎中除義王府司馬海園作〉

和〈舟中晚望〉。如已周知，孟浩然是我們熟悉的一

位與田園詩人王維相齊名、並稱“王孟”的唐朝大詩

人，他因早年隱居襄陽鹿門山而世稱“孟襄陽”，年

四十遊京師，應進士不第，曾於太學賦詩，一座傾

服。由此結合徐光啟萬曆廿六年（1598）卅七歲會試

不第回鄉授徒本事，他抄錄上述孟浩然帶有浪跡江

湖隱逸色彩詩歌的時地，很可能也發生在與孟浩然

境遇相當的科舉不第時期。

在盛唐詩人眼中，孟浩然是“紅顏棄軒冕，白

首臥松雲”（17），全然一副高臥雲山的隱士面貌。其

實，縱觀他的詩篇，可以感覺到孟浩然一生都夾雜

在出仕與退隱的矛盾與痛苦之中。（18）所以，徐光啟

抄錄孟浩然的詩歌，同時也不排除另外一種可能，

即它屬於徐光啟六十歲左右擬自京津辭歸家鄉上海

時期心境的真實表露與寫照。

徐光啟與他同時同地的學長董其昌、陳繼儒相

比，委實生活得更為辛苦、勞累。董其昌數十載宦

海生涯，為避宦官魏忠賢為首的閹党和士大夫為陣

營的東林黨之間權利鬥爭，免受不測之禍，多次辭

官返鄉，專心從事書畫創作。所以，他一生八十二

歲時光，真正供職於朝廷的時間不過十五年光景，

而將大部分時光、精力消耗在書畫創作和理論鑽研

上，終於五十歲後自成松江書畫派領袖。而徐光啟

則不然，他為官清廉，憂國憂民，留意水利、農桑

等國計民生，既賑災扶貧，引種甘薯，廣植女貞，

試辦水田，檢閱民兵，襄理軍務，監製銃炮，試製

天文儀器，又家居從事數學研究及著譯工作，畢生

勞神盡瘁。他以病告假完全是出於實情，並不像其

他為官昏庸或事不關己、麻木不仁、明哲保身者那

樣無病呻吟而急欲擺脫官場是非。他是真正繫念國

家百姓，才幾次病後辭官復起，欲罷不能。所以，

徐光啟儘管較之董其昌和隱居不仕的陳繼儒年輕，

卻遠不及董、陳倆人之輕鬆灑脫，自然壽數也遠不

及董、陳兩學兄而相差約十年左右。徐光啟病逝

時，年長於他的董、陳兩翁尚健在頤養天年。因

此，從徐光啟錄孟浩然詩扇內容的思想性不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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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他當年是有真正隱退念頭的。就此，我們還可

以聯繫上海博物館藏徐光啟行書唐代另一位詩人李

頎的〈寄韓鵬〉詩軸加以剖析，因為此詩寫得也很有

急流勇退的隱逸情意。“為政以閑物自閑，朝看飛

鳥暮飛還。寄書河上神明宰，羨爾城頭姑射山。”

〔圖六〕所以，我們似乎有理由相信他抄錄唐詩的這

兩幅作品的大致創作年代，是在準備或即將告別仕

途的前夕。

二、遼寧省博物館藏相傳利瑪竇畫〈野墅平林

圖〉屏幅獻疑

關於相傳利瑪竇創作〈野墅平林圖〉屏幅的介

紹，相對集中於該屏幅入藏遼寧省博物館之後的 20

世紀 80年代，相關推介文章有 1983年 1月 8日《遼

寧日報》范敬宜的〈稀世之寶〉， 1983年 3月 12日

《團結報》劉肇寧的〈利瑪竇真跡〈野墅平林〉畫屏〉，

1983年第 3期《旅遊》雜誌陳宗舜的〈“稀世之寶”

復生記〉， 1985年第 6期《人民畫報》的〈利瑪竇

及其〈野墅平林圖〉〉， 1986年第 5期《中國老年》

雜誌的〈中意之交，源遠流長〉以及 1989年上海人

民美術出版社《藝苑掇英》雜誌第 40期的〈遼寧省

博物館藏歷代書畫精品集〉（下）等。系統的研究和

著錄文字則見諸 1994年 5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和三聯

書店（香港）有限公司聯合出版《遼寧省博物館藏寶

錄》中意大利著名記者、作家，長期擔任意大利廣

播電視公司駐中國和遠東地區記者伊拉里奧．菲奧

雷的〈畫家利瑪竇和〈野墅平林圖〉〉，以及發表在

專著《中國相思錄》與《利瑪竇在中國》兩書中的有

關記述；1998年 6月遼寧美術出版社出版《遼寧省

博物館藏書畫著錄．繪畫卷》中趙曉華的〈野墅平林

圖〉屏幅作者小傳、畫心、題跋、歷代著錄、有關

文章和附記。

趙曉華先生〈附記〉談道：“關於利瑪竇是否會

作畫，歷來爭議頗大。多數人祇是認為利氏帶來了

西洋畫進獻給當時的中國皇帝或贈送給某些高級官

員，而自己並不通繪事。”菲奧雷〈畫家利瑪竇和

〔圖六〕上海博物館藏徐光啟行書唐李頎〈寄韓鵬〉

詩軸。出處同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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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墅平林圖〉〉一文亦坦言：“其二是作品作者歸屬

問題。根據當時的習慣，在歐洲和意大利畫上均不

署名。所以，後人對本畫作者歸屬提出疑問是無可

非議的。”可見對於所謂絹本設色〈野墅平林圖〉屏

幅屬於利瑪竇作品並非眾口一詞，尚有不同見解，

至少迄目前為止文物鑒定界對此並未真正介入作出

明確表態。譬如替此圖題簽的已故書畫鑒定家謝稚

柳先生，在其《鑒餘雜稿》和《壯暮堂詩鈔》中均未

道及其題簽的學術研究依據和原委。由此推測他題

簽的時地是在 1988 年輾轉瀋陽、天津和廣州舉辦

“謝稚柳書畫展覽”期間應遼寧省博物館之請而欣然

命筆的。（19）可見關於〈野墅平林圖〉屏幅其實還有

許多懸而未決的研究空間有待填補和廓清。

像圖名問題，顯然並非出自作者本人意願，而

是今人根據畫面意境重新定名，這或許毋庸諱言，

也能為人理解；但問題是，準確描繪的是北京郊外

景致之憑據、出處何在則始終令人不得要領。對

此，似乎晚清蔡金台作題跋時也沒有直截了當認定

此圖跟北京有關，祇是到了菲奧雷作畫面分析時認

為“一條畫的是雜草叢生的湖邊矗立着一棵大樹，

掩映着中景的樹木和遠近的建築，它可能是達官貴

人的樓閣。接着是小湖的風光。北京郊區這類潭、

塘、湖、泊比比皆是（⋯⋯）”才似乎斷言此情此景

必是北京郊野風光無疑的。接着他又說：“他畫的

風景是中國的，還帶有懷念他的故鄉的色彩。凡從

他的出生地馬切拉塔到亞得里亞海邊旅行過的人就

可發現，在他畫的這幅〈野墅平林圖〉中可以找到他

家鄉的某個角落、色彩和線條。他當時不足二十歲

便離故鄉，在傳教的同時從事文化交流。”可是明眼

人一望而知，此圖並無北京的標誌性建築或景觀，兩

者彷彿根本無法對號入座，因而將此圖與京郊風景連

結未免失之牽強；至於把畫面景色還附會到利瑪竇家

鄉馬切拉塔，似乎更為離奇、矛盾且不着邊際。

此外，關於圖間一度被揭復裱今已無從觀摩的

“利瑪恭”款子究竟是否屬於利瑪竇本人，還是另有

其人，也很值得再探討，因為利瑪竇的中文簽款真

跡，廬山真面目渺不可知，人們熟悉的僅有其中文

著譯集輯錄的落款，如“時萬曆三十一年歲次癸卯

七月既望利瑪竇書”，“萬曆二十三年歲次乙未三月

望大西域山人利瑪竇集”，“利瑪竇撰”，“歐邏巴

人利瑪竇述”，“萬曆壬寅孟秋吉旦歐邏巴人利瑪竇

謹撰”，“大西洋陪臣利瑪竇謹奏，（⋯⋯）萬曆二

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具題”，“歐邏巴厘瑪竇

撰”，“萬曆三十三年歲次乙巳臘月朔遇寶像三座耶

穌會利瑪竇謹題”，“萬曆三十三年歲次乙巳臘月朔

歐邏巴厘瑪竇撰並羽筆”，“萬曆丁未泰西利瑪竇謹

書”等等。（20）自稱也非“利瑪”而是“竇”，譬如

“竇也，從幼出鄉，廣遊天下”，“竇也，自最西航

海入中華，仰大明天子之文德，古先王之遺教”，

“竇也，踡伏海邦，竊慕中華大統萬里，聲教之盛，

浮槎西來”，“萬曆二十八年歲次庚子，竇具贄物赴

京師，獻上”，“今歲竇因石林祝翁詩柬，幸得與幼

博程子握手”，“竇昔遊西海，所過名邦，（⋯⋯）

竇自入中國”，等等。（21）所以，即便圖間署的是

“利瑪”漢字本款，是否確屬利瑪竇親筆所為也有待

作筆跡鑒別辨認；同時，為甚麼作者不署全名而僅

作“利瑪”兩字？凡此現象是否有先例可循？文本與

字畫落款是否有微妙的差異？等等，這些波譎雲

詭、疑竇叢生的問號同樣是有待深入考證查實並予

以解答的重大學術課題。

當然，誠如有學者質疑的，最大的研究焦點還

在於利瑪竇其人究竟有沒有繪畫藝術天賦，進而具

備創作如此大規模具有異國鄉村情調的設色風景畫

的可能（22），並且還是以中國傳統的繪畫原材料而運

筆自如的，這也是本文想提出的問題關鍵所在，想

必更是大多數存疑派共同關心的敏感話題。

利瑪竇家族後裔利奇先生在〈利瑪竇與瑪切拉

塔〉一文中指出：年輕的利瑪竇在故鄉意大利瑪切

拉塔“幸運地遇上了好時光，這座城市把很多歷史

和藝術事件連接了起來。當時各城市都瘋狂地發展

印刷、素描和繪畫技術。利瑪竇在佛羅倫斯和羅馬

遇到了科學、藝術和裝飾學的良好氛圍”。（23）菲奧

雷的文章〈畫家利瑪竇和〈野墅平林圖〉〉更對他的

故國先驅一錘定音地“先前闊”了一把直接冠以畫家

頭銜。趙曉華先生援引日本學者大村西崖《中國美

術史》：“萬曆十年，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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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亦優，能寫耶穌聖母像。曾波臣（即明末流寓南

京的肖像畫家曾鯨）乃折衷其法，而作肖像，所謂

江南派之寫照也。”又引萬曆年間在南京的顧起元

（1565-1628）《客座贅語》卷六〈利瑪竇〉：“利瑪

竇，西洋歐邏巴國人也。面晰，虯鬚，深目而睛黃

如貓，通中國語。來南京，居正陽門西營中。自言

其國以崇天主為道。天主者，製匠天地萬物者也。

所畫天主，乃一小兒，一婦人抱之，曰‘天母’。畫

以銅板為幀，而塗五彩於上，其貌如生，身與臂手

儼然隱起幀上，臉之凹凸處，正視與生人不殊。人

問：‘畫何以致此？’答曰：‘中國畫，但畫陽不畫

陰，故看之人面軀正平，無凹凸相。吾國畫兼陰與

陽寫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輪圓耳。凡人之面，

正迎陽則皆明而白；若側立，則向明一邊者白，其

不向明一邊者眼、耳、鼻、口凹處皆有暗相。吾國

之寫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畫像與生人亡異

也。’”引者據此“說明利瑪竇不僅精通繪畫，而且

諳熟繪理”，倒也的確不無所據。

可問題是，研究中外關係史的專家似乎並不認

同上述看法及觀點。林金水先生在其 1996年 4月出

版的專著《利瑪竇與中國》第七章〈利瑪竇對中國語

言、美術、音樂的影響〉第二節〈美術〉中，在徵引

向達先生《明清之際中國美術所受西洋之影響》之

“西洋美術傳入中土，蓋亦自利瑪竇始也”論述後開

宗明義地指出：“利瑪竇本人並不熟諳繪畫藝術，

他對中國美術的影響，主要是指他傳入的歐洲宗教

人物畫（天主、母像），以及隨之對西方繪畫原理所

作的介紹。”林先生並列舉了“利瑪竇傳入的聖像，

據《日記》（即《16世紀的中國 　   利瑪竇 1583

至1610年日記》）記載有以下這十三處（從略）”。（24）

“除進貢天主、聖母像外，還向神宗進獻兩幀圖

畫”，“一幀是西班牙皇宮畫（這幀畫後被宮監扣

留，沒有送上），一幀是威尼斯聖馬可教堂和廣場

畫”。（25）可見利瑪竇當年呈獻給各地官員和萬曆皇

帝的畫像既非出自他本人創作，也不是運用中國傳

統繪畫材料畫的中國某地野墅風光，而幾乎全部都

是跟天主教相關的宗教題材藝術品，其中聖像佔了

絕大多數，而這顯然跟他當年來華傳教佈道的根本

目的是相一致的。當然，利瑪竇傳來的強調運用光

線的明暗來處理繪畫而彰顯畫面藝術效果的西方繪

畫技藝，委實使中國繪畫藝術界以全心的感受和體

驗而眼界大開，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因此，諸

如上述顧起元的《客座贅語》、明末清初姜紹書的

《無聲詩史》卷七〈西域畫〉、清張庚（1681-1756）

的《國朝畫徵錄》卷中乃至明劉侗、于奕正合撰《帝

京景物略》卷四〈西城內．天主堂〉、吳長元《宸垣

識略》卷七〈天主堂〉、楊家麟《勝國文徵》卷二〈天

主堂〉、趙翼（1729-1814）《簷曝雜記》卷二〈天主

堂〉、汪啟淑《水曹清暇錄》卷四、黃鈞宰《金壺浪

墨》卷七〈京師天主堂〉等等畫史和地方誌乘文獻，

都對當年南京、北京等地傳為利瑪竇攜來聖母、聖

父畫像的獨特繪畫技藝不惜筆墨，津津樂道，但從

來沒有人就利瑪竇本身的繪畫才藝加以圈點品評而

贊不絕口。

誠如林金水先生所說的：“我們還應注意到這

一事實，就是利瑪竇與中國畫家、名家的交遊，如

李日華（1565-1635）、張瑞圖（1576-1641）和程

大約（1 5 4 9 - 1 6 1 6 ?，字幼博、君房、士芬，號筱

野）。”（26）李日華曾於利瑪竇北上時在南昌相識，

其《紫桃軒雜綴》卷一載：“瑪竇紫髻碧眼，面色

如桃花，見人膜拜如禮，人亦愛之，信其為善人

也。余丁酉秋（1597）遇之豫章。與劇談，出示國

中異物，一玻璃畫屏，一鵝卵沙漏，猶如鵝卵實沙

其中，而顛倒滲泄之，以候更數。”他還曾贈詩利

瑪竇云：“雲海蕩落日，君猶此外家。西程九萬

里，東泛八年槎。蠲潔尊天主，精微別歲差。昭昭

奇器數，元本浩天涯。”（27）張瑞圖與利瑪竇的交

遊，見溫陵張二水〈贈西泰艾及先生詩〉：“昔我

遊京師，曾逢西泰氏，貽我〈十篇〉書，名篇畸人

以⋯⋯”至於利瑪竇與安徽製墨名家、“歙派”製

墨代表人物程君房的交往，見利瑪竇萬曆卅三年

（1605）於〈明季之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一文間

述贈〈幼博程子〉：“今歲竇因石林祝翁詩柬，幸

得與幼博程子握手，知此君旨遠矣。”後來利瑪竇

將四幅木刻記有羅馬注音的天主教宣傳圖題材版畫

作品贈予程君房，程氏還將其編入其《程氏墨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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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卷緇黃卷六下，至今〈信而步海疑而即

沉〉、〈二徒聞實即捨空虛〉、〈淫色穢氣自速天

火〉三段文字和相關的〈信而步海〉、〈二徒聞實〉

和〈淫色穢氣〉三幅圖畫以及一幅聖母和天主畫像

宛然在焉，歷歷可讀可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每

個故事後還標有利瑪竇的中文署名，另鈐有一橢

圓、一正方形羅馬字體耶穌會會標“IHS”字印鑒

（圖七、八、九、十）。此外，像曾將利瑪竇贈送

著作〈交友論〉等編入自己《鬱岡齋筆麈》的明末

書法評論家王肯堂（1549-1613），還記載：“余見

西域歐羅巴國人利瑪竇，出示彼中書籍，其紙白色

如繭，薄而堅好，兩面皆字，不相映奪，贈余十

番，受墨不滲，着水不濡，甚異之。”（28）

至於林金水先生〈利瑪竇與中國士大夫交遊一

覽表〉中間提及的當時其他書家、畫家和著作家尚

有利瑪竇筆下“一個著名的中國書法家，書法這種

藝術在中國比在歐洲更為人重視，祇要他寫幾個字

就可以在南京以高價出售”（29）的南吏科給事中祝世

祿，贈與利瑪竇題詩摺扇的明代進步思想家李贄

（1527-1602）（30），中國文學史上“公安派”領袖的

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兄弟，

以及著有《萬曆野獲編》的沈德符（1578-1642），

著有《蜀中名勝記》的曹學佺（1573-1646），乃至

董其昌等等明末利氏自廣東至北京沿途所遇達官貴

人和墨客雅士多達一百五十人。（31）所以，如果那幅

〈野墅平林圖〉屏確為利瑪竇本人親筆而非他人作品

〔圖七〕利瑪竇撰《西字奇蹟》之〈信而步海，疑而即

沉〉篇漢字落款。載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1年 12月版第 255頁）援引《涉

園墨萃》叢書所收明末程大約撰《程氏墨苑》重印本。

圖八：利瑪竇撰《西字奇蹟》之〈二徒聞實，即

捨空虛〉篇漢字落款。出處同上書第 2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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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按照利瑪竇當時亟欲以殊方異物自我表現、

炫耀而廣結善緣以期在華安身立命融入上層社會的

動機，他勢必會使出渾身解數以此表明自己身手不

凡，身懷絕技，並藉此廣而告之，大肆宣傳。再退

一步講，作為當時中土絕少見識的異域訪客來華遠

遊，舉手投足都會招來好奇的矚目，不要說尋常言

行舉止也有人記錄在案，像鬍鬚、眼珠的顏色竟也

曾是人們街談巷議、喜聞樂道和詳加描述的話題；

若有創作大尺幅通景畫屏巨製的驚人之舉，必定因

此為人大書特書，不一而足，絕對不會視若不足掛

齒的雕蟲小技而置若罔聞，掛一漏萬，遺漏掉這麼

重要的一樁事關融合中西文化要素的美術重器資訊

的吧？特別是上述與之交遊、過從的中國主流社會

士大夫們，肯定要就此大加贊賞甚至歎為觀止，不

惜筆墨為之題跋題詠，做足文章。但令人遺憾的

是，事實上關於這幅〈野墅平林圖〉屏幅，迄今不見

包括上述利瑪竇友人在內任何明清時人的推介評

語，哪怕片言隻字，甚至此後數百年間也無人問津

或舊話重提。這不免使得此畫確屬利瑪竇作品的裁

判黯然失據。

其實，自利瑪竇來華到清乾隆、嘉慶年間厲

行禁教為止，具體地說是從 1583年利瑪竇入居廣

東肇慶開始傳教，到 1775年在華耶穌會接獲羅馬

教廷命令正式解散，其間約兩百年伴隨着歐洲天

主教傳教士企圖使中國福音化的努力，西方文化

開始大規模輸入中國，這就是學術界冠之以明清

之際的“西學東漸”，並由此引起了中西兩大文化

在歷史上的首度直接交會。據法國學者榮振華《在

〔圖九〕利瑪竇撰《西字奇蹟》之〈淫色穢氣，自速天

火〉篇漢字落款。出處同上書第 267頁。

〔圖十〕利瑪竇撰〈述文贈幼博程子〉漢字落款。

出處同上書第 2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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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的權威統計，明清之

際溝通中西的主要媒介 　   來華傳教的歐洲耶

穌會士總人數為 975位，清康熙（1662-1722）時期

約 280人，加上明末至清順治（1644-1661）年間的

來華人數，清初來中國的傳教士總數不下 3 0 0 人

次。（32）那麼，這幅〈野墅平林圖〉屏，會不會是

出自利瑪竇之後其他約 300位傳教士中某一位具備

繪畫技藝者之手呢？

另外，康熙年間宮廷畫家焦秉貞“蓋於中畫之中參

以科學方法，糅合中西而異軍突起，成一新派”（33），

他是曾受西洋畫法影響頗深的御用畫師。據《國朝

畫徵錄》之〈焦秉貞傳〉載：“聖祖御製〈耕織圖〉

四十六幅，秉貞奉詔所作村落風景，田家作苦，曲

盡其致，深契聖衷，賜賚甚厚。”那麼，本文探討

的〈野墅平林圖〉屏幅會不會是像焦秉貞這樣的畫家

一手所為呢？結合蔡鮮民著錄話及“絹質也確是明

末清初物”的觀感，這種可能性似乎不無其存在的

材質基礎。又，清鄒一桂《小山畫譜》卷下〈西洋畫〉

曾說：“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繪畫於陰陽遠近，

不差輜黍，所畫人物屋樹，皆有日影；其上沿用顏

色與筆，與中華絕異。布影由闊而狹，以三角量

之，畫宮室於牆壁，令人幾欲走進。學者能參用一

二，亦甚醒目，但筆法全無，雖工亦匠，故不入畫

品。”那麼，是否還有這樣一種可能，即此畫係清代

順治、康熙時期畫工倣傚西洋畫的作品？（34）因乾

隆、嘉慶後隨着耶穌會傳教士的相繼離去和中國本

土文化藝術重新佔據主導地位，西洋畫法被視為不

入流、無筆法、難上畫品的匠人之作而遭淘汰，故

而此幅長期被束之高閣，打入冷宮，不再時髦了

呢？懸想這或許倒是與西方傳教士在華活動以及中

西文化分合的演進軌跡相 合的。當然，這也祇是筆

者一點不太成熟的猜測，實際情況顯然遠比想象的

要複雜得多。據研究，一直到雍正、乾隆時期，在

盛清宮廷中西繪畫相互交流和取長補短的學習過程

中，西洋傳教士畫家及帝王的支持和贊助，始終扮

演着關鍵的角色。其中帝王由最初剛接觸西洋畫時

充滿好奇的眼光，到後來指派中國畫家悉心鑽研、

揣摩西方表現空間錯覺的“透視法”與立體感的“陰

影法”，或是新奇媒材的“油畫”，西洋畫的傳統逐

漸融入中國繪畫之中，這也間接衝擊或刺激了傳統

中國水墨畫觀念與技法的改變，成就了盛清宮廷繪

畫裡華麗濃鬱且獨特的藝術風格。（35）所以，筆者深

信，隨着探索的深入，明清之際像徐渭（1 5 2 1 -

1593）、董其昌及其周圍松江趙左、沈士充以及後

來上海吳歷（1632-1718）等在野文人畫家跟西方傳

教士之間的網絡關係，宮廷內部職業畫家跟供職其

間的西洋傳教士畫家間的切磋、會通、回應（36），必

將有新的發現與答案。

贅　論

綜上所述，湖北省博物館藏徐光啟詩扇當屬可

信，而遼寧省博物館藏〈野墅平林圖〉屏幅的作者

被認為是利瑪竇，目前似乎尚缺乏理由充份的合理

解釋，至少流傳無緒，來龍去脈的相關細節尚有缺

環而人們一無所知。換言之，論據不夠充份，論證

尚欠縝密，結論有失草率。儘管筆者很樂意接受這

是利瑪竇作品的皆大歡喜結論，但同時深感這必須

具備強有力的學術研究和確鑿證據作支撐為前提，

而不能捕風捉影，瞎子摸象，先入為主。大膽假設

必須以小心求證為先；尤其是對待像利瑪竇這樣一

位中外皆曉的會通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我們的研

究更應以自省和負責任的態度慎之又慎。所以，雖

然筆者對於通景屏畫本身的藝術水準樂觀其成、洵

稱珍品，卻始終不敢輕率盲從認為其屬於利瑪竇的

真跡，因為我們（至少筆者）對這一段美術史的認

知還很有限，此圖還有諸多不確定的未知因素。而

在沒有弄清楚作者和時代歸屬的前提下分析諸如繪

畫技法、材料、畫面等等都變得無關緊要，徒勞無

益，否則，難免會張冠李戴，鬧出騰笑於世的“關

公戰秦瓊”般的笑柄。也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

於利瑪竇的繪畫才能予以重新審視，既不要低估了

他的藝術才華，也不必強詞奪理，過分拔高、誇大

他或許並不存在的某方面才藝；或祇是出於某種良

好願景，便將所有的光環都套在他身上，誤以為他

是無所不能的文藝復興時代的全才，遽將連他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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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未曾誇口、自封或始料不及的桂冠強加於他，編

織善意的欺騙和美麗的謊言，替他出具坐實為畫家

的證書了。總之，我完全同意下列兩位已故學者的

觀點。舒湮鑒於“還未發現傳世的其他利氏繪畫作

品和詳細的文字著錄，以資比較研究，從而決定真

偽。孤證很難說明問題。”認為“不論利瑪竇是否嫻

於繪事，但祇憑‘利瑪□恭□’數字還難遽下結

論”，“希望爭論的雙方，各自提供更充份的佐證”

的看法。遼寧省博物館著名書畫鑒定家楊仁愷先生

認為發現“利瑪恭”三字“此點固屬重要，尚須輔以

相應的佐證材料，方可具備說服力”，既不管此畫

最終是否利瑪竇所作“也不應史闕無徵而降低其藝

術和歷史價值”。（37）

然而意大利記者菲奧雷曾以不無自豪、執着和

略帶傲慢、自負與武斷乃至記者般衝動的口 說：

“今天再次重申利瑪竇是位畫家，我感到非常榮幸。

因為不論是在意大利還是在中國，大多數人已經愉

快地接受了這個新的發現。祇有極少數人，由於對

藝術史和藝術評論缺乏修養，對此仍然懷有醋意。

（⋯⋯）從鑒賞家們總的評論來看，它出自利瑪竇之

手是可信的，全世界從事利瑪竇研究的專家們也都

認為如此。”可筆者並不這麼認為，甚至覺得彼言

差矣，絕非盡然，我們怎麼可以光憑信一面之辭的

孤證，就感情用事，振振有辭輕率公認並連續演繹

一個美麗故事呢？所以，在此不顧為尊者諱，反其

道而行之，甘願被目為其筆下“極少數對藝術史和

藝術評論缺乏修養”並且“仍然懷有醋意”的自討沒

趣者，冒天下之大不韙，繼續獻疑求教，但願能重

新喚起人們就徐光啟書法、文學、思想，特別是利

瑪竇繪畫藝術才能方面的關注和再探究。我想，這

倒不是為了意氣用事，跟菲奧雷較勁兒打筆墨官

司；而是為了實事求是，理性、理智、冷靜，心平

氣和地使〈野墅平林圖〉屏幅作者歸屬問題接近真相

而水落石出、名作有主。實際上，即使最終結論證

明此畫不出於利瑪竇之手，我想也絲毫不會影響和

動搖利瑪竇作為會通中西文化傳播使者的歷史貢獻

和地位。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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